
◀2008 年 6 月，吴坎坎
（左二）在四川绵竹灾区开展
辅导活动。

▲2011 年 3月，吴坎坎
（右一）在云南盈江灾区安抚
受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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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标本、化石、VR 设备、各种各样的动物

模型……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副研究员卢静的

办公室。这里面积不大，但每个角落都有惊喜，

像个微型博物馆。这位川妹子笑着对科技日报

记者说：“男孩子会比较喜欢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一角，一只鸡的骨骼模型是新晋“网

红”。不久前，卢静在抖音上注册了账号“玩骨头

的卢老师”，在她上传的视频中，她把吃完的黄焖

鸡骨头拼起来、把吃完的胖头鱼骨头拼起来……

边吃边“抖”知识，卢静觉得这事好玩儿，网友也

觉得这事有意思。虽然这个账号目前只更新了

19条动态，却已积累 20多万粉丝。

做科普是出于责任感

“科学家都比较羞涩，喜欢安安静静地做自

己的事，最开始我其实也不愿出镜录视频。”卢

静说。

卢静的每个抖音视频只有短短几十秒，拍摄

和剪辑却需要好几个小时。第一次录视频时，为

把吃完的胖头鱼骨头拼起来，从下午 5 点半一直

忙到晚上 10点半。“有两块骨头怎么都找不到，有

句台词重复说了 20遍，当时我非常崩溃。”她说。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视频推出后很快就获得

10多万点赞。“更有意思的是，网友开始关注身边

的 各 种 骨 头 ，并 @

我，问我是什么。”卢

静笑道，用好玩儿的

形式传播科学，你会

发现科学不无聊，反

而很奇妙。

有两期视频，卢

静非常满意，但最终

未能顺利推出，她非

常遗憾，但她说：“做

任何事都难免会遇

到不顺，但要相信，

办法总比问题多。”

卢静之所以对科普抱有热情，主要是出于责

任感。“我觉得科学家有责任做科普。如果科学

家遇到谣言，就该站出来说话；如果想把好东西

带给公众，就要付出精力和时间。”她说。

“实际上，我国的古生物研究如今已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但在科普这块儿，相比西方发达国

家，我们还落后很多。”卢静说。

享受释放天性的感觉

“网红”卢静在镜头下几乎是素面朝天。她

爽朗地笑道：“我还特意收拾了一下自己呢。”

古脊椎所的新办公楼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首

建金融中心 9 层，在这栋楼上班的人大都西装革

履，这些搞金融的人常常好奇：“为什么 9 楼的人

总拎着大行李箱，身上还脏兮兮的？”搞古生物研

究要去野外考察，大家都穿得很随意。“我并不觉

得这样很尴尬，反而觉得很酷。”卢静说，她享受

这种释放天性自由自在的感觉。

这种天性或许与她父亲有关。父亲曾对卢

静说：“你不用叫我‘爸爸’，直接叫我的名字。”儿

时的手风琴老师是把“酷”植入卢静人生的人。

“第一堂课，他就告诉我要打破传统。没想到的

是，我很快适应了这种授课方式。”她说。

卢 静 读 高 中 时 ，可 可 西 里 藏 羚 羊 惨 遭 屠

杀 的 事 件 被 搬 上 荧 幕 。 看 过 影 片 ，深 受 触 动

的 卢 静 暗 下 决 心 ：我 一 定 要 去 保 护 野 生 动

物。父母原本希望她学乐器或成为一名主持

人。但阴差阳错卢静高中毕业后进了四川师

范 学 院（现 西 华 师 范 大 学）生 物 系 ，后 考 入 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硕

士、博士学位。

参会前一口气投出6篇论文

做科普要花时间和精力，卢静也担心拍抖音

会被看成不务正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挤

时间。”她说，“我现在每天经常工作 14 个小时以

上，没有周末。”

卢静主要研究 4.2 亿年前至 3.6 亿年前的古

鱼类演化。不久前，第 15届早期脊椎动物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云南曲靖召开。大会召开前的一段

时间，她争分夺秒写文章，一口气投出去 6 篇论

文，现已有 4篇被正式接收。

卢静最喜欢的，是珍稀的古老鱼类——拉蒂

迈鱼。她在书架上贴了一张动漫《龙珠》的内页，

画面是悟空和一条大鱼。“小时候读这本漫画时，

我就对这条鱼印象很深，几十年后才知道原来这

就是拉蒂迈鱼。”她说。

人类的祖先曾是鱼，但许多人不了解这段历

史。“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将有益于了解我们未来

向何处去。”卢静说，在脊椎动物演化的历史长河

中，人类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环，“我们不是万物主

宰，而是大自然中的一员”。

玩骨头的卢老师：科普古生物必须要酷

废弃的塑料瓶塑料袋、包装泡沫、破旧的皮鞋、绳子、衣服、手套、

烟头、橡胶轮胎……海滩边的芦苇丛中，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垃圾

遍布。捡去表面一层垃圾，翻一翻下面，赫然又是一层垃圾，令人触

目惊心。

最近，记者跟随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仁渡海洋）

的工作人员，来到这片泥泞的海滩。采访时，仁渡海洋的工作人员正在

此地开展净滩活动。

浩浩荡荡的黄浦江水，在这里汇入长江口。江水中携带的垃圾，一

部分被海滩上的芦苇拦截了下来，日积月累，越来越多。

2007 年以来，仁渡海洋经常组织志愿者来到这里捡垃圾，并发起

建立全国海滩垃圾监测网，每年发布海滩垃圾报告，他们被称为现代的

“海洋愚公”。

今年 45岁的刘永龙，头发花白，他是仁渡海洋的创始人。

直到上大学，刘永龙才第一次见到大海。1992 年，他从老家宁夏

来到复旦大学求学，在当地看到了大海，却发现海水竟然比宁夏的黄河

水还黄。工作之后，他参与过很多志愿活动，后于 2007 年辞职创立了

仁渡海洋。

辞职投身海洋环保事业

作为创始人，刘永龙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策划活动、招募志愿者、

租赁车辆、联系垃圾车。令他们感动的是，由于这次净滩活动没有任何

经费支持，志愿者们还需要自己出车费，而且是周末一大早就出发，但

仍然来了满满一车的人。

出生在宁夏同心县的刘永龙，从小对蔚蓝色的大海充满向往。

199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国企工作。12年前一次偶然

的机会，他第一次组织净滩活动，从此就再也放不下这件事，甚至不惜

辞去国企中层之职，全职投身仁渡海洋的工作，倾尽一己之力推动海洋

环保。

“很多人都说我傻，海滩上的垃圾是捡不完的。但面对那么多的垃

圾，我们能做什么？真能阻止铺天盖地的一次性塑料应用吗？真能减

少漫山遍野的塑料包装吗？”刘永龙说，“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垃圾

入海前，把他们捡起来处理掉。垃圾一旦入海，就再也捡不起来了。”

“仁者爱人、渡人自渡”。目前，刘永龙身边已经聚集了十多位志同

道合的仁渡小伙伴。截至2018年底，他们仅在上海就累计组织了217场

净滩行动，招募了一万多人次的志愿者参与，累计清理海滩垃圾27吨。

“原以为净滩活动，就是到海滩上吹着海风，捡一捡零星的垃圾那

么浪漫、那么简单。没想到垃圾那么多，20多人不到一个小时，就捡了

300 多公斤垃圾。”第一次参加净滩活动的沐慧兰说，“不过，海滩上似

乎没有一点变化，一眼望去，还是有那么多的垃圾。我真想呼吁一场全

民捡垃圾运动，让每个人都把身边的垃圾捡起来。”

“其实，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发动社会力量，每个人都把身边的

垃圾捡起来，垃圾一定能捡得完。”刘永龙介绍说，福建省石狮市祥芝镇

的蔡加渐老夫妇俩 3 年清理 740 吨海滩垃圾，就是一对令人敬佩的“海

洋愚公”。

2014 年秋天，刘永龙曾利用出差之际绕道前去拜访蔡老伯，看到

当地的海滩还是很脏的，沙是黑的，砖石林立。后来，他们组建起了志

愿者协会，动员社会力量一起到海滩捡垃圾。3年后，海滩已全然不同

了，儿时熟悉的白沙滩又回来了。

抵御诱惑让自己“定”下来

保护海洋非一人之力，亦非一个团队之力。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

口，我国有 1.8 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每一寸海滩都需要人们的共同守

护。2014年，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

金会联合发起了“守护海岸线——科研监测项目”。

他们协同全国 30多家环保机构，在我国沿海地区展开海滩垃圾监

测。通过设置监测断面、定期定点采样的方法，收集海滩垃圾的类型、

数量和质量数据，并进行汇总分析，发布海滩垃圾报告。

刘永龙介绍，截至目前，“守护海岸线”项目已在全国 35 座沿海城

市建立了 55个海滩垃圾监测及清理点。

从历年统计数据来看，海滩上数量最多的垃圾是泡沫塑料类垃圾，

尤其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垃圾，占全部垃圾的一半以上。这些塑料

垃圾，在海洋、海滩环境中容易破裂为碎片或颗粒状，清理难度大。

刘永龙认为，餐饮、快速消费品及以泡沫塑料为主的包装行业，近

几年快速发展，垃圾清理及管理体系不完善，这直接造成了我国海滩垃

圾的形成。

相比环保之难，刘永龙觉得稳住这支队伍是件更难的事。

“做这行最难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知止而后有定，我现在就特

别看重这个‘定’字。”刘永龙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外界的诱惑有很多，

要让自己“定”下来很不容易。

在刘永龙看来，环保也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环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参与环保，很多时候是件自找麻烦、方便他

人的事。”不过刘永龙也非常相信，人心向善，人是能被好的事物所影响

的，未来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海洋环保事业。 （据新华社）

“海洋愚公”刘永龙：

为上海清理27吨海滩垃圾

张建松 李海伟 丁 汀

11年很长，也很短。

11 年前，参与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时，吴

坎坎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

所）的一名研究生。现在，他是心理所全国心理

援助联盟秘书长。

“我最自豪的，就是完成了心理所前所长张

侃老师的心愿，初步建立了心理援助的全国联盟

和长效机制。”吴坎坎说。

最近这一年，他去到四川宜宾、贵州水城等

多地。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心理援助，哪里就

有他。前不久，他才从四川宜宾地震灾区返回

北京。

当年抱着“喝喝咖啡、聊聊天就能赚钱”的美

好愿望报考心理所的吴坎坎笑称，如今只做到了

能经常“聊聊天”。

执拗地在依然小众且相对不太主流的灾后

心理援助领域里摸索，吴坎坎说，这个过程虽辛

苦，但却让他倍感欣慰。

吴 坎 坎 第 一 次 接 触 灾 后 心 理 援 助 ，是 在

2008 年。

那年，汶川地震猝不及防地让许多人失去了

家园、亲人。地震发生后，在时任所长张侃的推动

下，心理所迅速组织心理援助工作队开赴灾区。

这是一次倾心理所全所之力的行动，这也是

国内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心理援助。

吴坎坎的导师也在援助队伍中。他很想去

灾区，就给导师发了一封申请邮件。导师认为他

没有太多经验，还是等情况稳定一点后再来。

2008 年 6 月 12 日，在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吴坎坎

来到了北川，协助心理学专家工作。

那是吴坎坎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大

规模的死亡，也是第一次发觉“心理学有用”，它

能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甚至可以救命。

对于国内的心理援助来说，2008 年是个分

界线。此前，心理援助活动只是零零散散地展

开。汶川地震后，国内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高校

几乎全部派出师生前往灾区，心理援助也开始

为公众所知。

虽然学了多年的心理学，但是面对如此巨大

的灾难、面对如此庞大的受灾人群，特别是丧亲

家庭的悲痛欲绝，吴坎坎手足无措。

他只能多看多听多学多做。“早期在灾区的

工作性质类似义工，我基本什么都干过。”吴坎坎

说，等真正开始开展专业的心理援助后，让他感

到最难的，就是如何与援助对象建立起互相信任

的关系。

灾区内的东方汽轮机厂受灾非常严重，为保

证安全，整个工厂的家属区在灾后就被封锁了，

厂内职工只能在限定时间内把家里的东西搬到

临时板房区去。

为了迅速和这里的职工熟络，吴坎坎常去帮

他们搬家，虽然每天都累得全身酸痛，但也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东方汽轮机

厂职工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攻克了工作中最大

的难关。

吴坎坎持续在四川绵竹和德阳待了近两年的

时间。此后，他的脚步一路追随着灾难发生的足

迹，走到了玉树、舟曲、盈江、彝良等十几个灾区。

第一次觉得“心理学有用”

11年前的那场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

括吴坎坎。

毕业后，吴坎坎留在心理所工作，成为全国

极少数的全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人员。当年一

起读心理学硕士的 40多个同学，只有他留在了灾

后心理援助领域。

沿着张侃所长及前辈的脚步，吴坎坎开始思

索如何将灾后心理援助做得更专业。

在汶川地震期间，全国心理学专业师生蜂拥

而至，但由于经验不足，发生过频繁“骚扰”灾区

民众、揭伤疤等事件。

“我们最开始也不太懂，往往就是拿着评估

工具走访群众，比如你家里有没有亲人去世之类

的。”吴坎坎说，但这种揭伤疤的做法适得其反，

“甚至当时有种说法叫‘防火防盗防心理’”。

“我们现在就不会拿着问卷去了，而是将其

默记在心里，在建立关系后，等待访谈对象主动

敞开心扉。”吴坎坎说。

这么多年心理援助工作中，吴坎坎一直难以

忘记的，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这个女孩因受

惊吓变得自闭、不爱说话。在心理援助工作人员

的陪伴下，她逐渐变得开朗，并成为小志愿者的

组长。

“等我们离开时，她追着我们的车跑了很

远。”吴坎坎说，当时的他感动又心疼。他意识

到，太过亲密的关系给孩子们带来的二次心理伤

害同样不容忽视。

“对孩子来说，如果志愿者、心理咨询师与他

们太过亲密，孩子就会特别喜欢黏着你，感觉你

能替代他们已经去世的亲人。但实际上，志愿者

和心理咨询师服务时间再长，也终究是要走的。”

吴坎坎说，“所以后来我们在与孩子们相处时，就

会注意自己的身份，也会告诉孩子我们会离开的

时间，让他们慢慢接受，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以心理所这支“国家队”为主力军的中国心

理援助，就这样在一点一滴的探索中逐步规范、

成长起来。

基于这些实践，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理论也

不断进步。近年来，吴坎坎参与探索了适用于国

人的心理创伤诊断标准。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心理援助技术平台，建成了

拥有 38 万名受灾群众的包含多项生物与心理健

康指标的数据平台，并形成了系列流行病学、症

状分类和临床干预研究报告。

点滴摸索成就专业规范

相比于这些成绩，让吴坎更有成就感的，是

他亲手推动建立起一支长期致力于灾后心理援

助的队伍。

据 2009年的媒体报道，在四川地震灾区工作

过半个月以上的心理干预志愿者虽有近 2000人，

但有经验的心理援助者却相当稀缺。

2015 年，在心理所现任所长傅小兰的支持

下，吴坎坎作为秘书长推动成立了心理所全国心

理援助联盟，把有经验的、仍在做心理援助的专

家和专业志愿者聚集了起来。

截至目前，联盟已有专家 100余人，成员单位

65 家，可随时调用并参与灾后心理援助超过 1 个

月的专业志愿者 150 余人，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全

国各省市的应急管理的专业心理援助队伍体系。

他们现在的工作模式是，灾难发生后，联盟

工作人员首先进行需求调研，了解好是否需要派

人、派什么人、在哪里能开展工作等情况，同时与

当地政府、医院、基金会等机构取得联系，随后派

出有经验的志愿者进行了为期 1年、3年或 5年的

心理援助工作。

“我同事都调侃我是个‘大忽悠’，为了第一

时间组建高效、专业的团队，经常抄起电话、打开

微信就问谁谁谁能去灾区吗？”吴坎坎笑称。

还是在 2015年，吴坎坎还推动成立了公益组

织“北京中科心理援助中心”。“仅靠我一个人打

电话、发微信去发动志愿者肯定不太可能，而且

联盟组织相对比较松散，这个中心的成员基本是

和我一起从汶川地震走过来的，都是经验非常丰

富且有热情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吴坎坎说。

“专业、长期、可持续，这是对灾后心理援助

工作的基本要求。”吴坎坎说，要做到这一点，仅

靠临时驻扎灾区的志愿者是不够的。因而，张侃

此前就提出，要通过开展培训、组织课程比赛等

活动，培养当地的心理援助力量。

经过多年发展，依靠当地力量已成为我国

心理援助的特色。“我们培养了一批当地力量，包

括教师、妇联工作人员等，点燃了星星之火。”吴

坎坎说。

“但我们感觉目前的力量还是不够，当多个

灾情同时发生，就有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觉。”

吴坎坎坦言，“心理援助做了这么多年，可主要还

是我们这些‘老人’在做，新队伍的培养工作任重

道远。”

近两年，他开始尝试从一线抽离，站在心

理所这个国家队的立场，从更高层面看待心理

援助。

“我们正在抓紧培训更多专业人员，比如国

家救援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中的专业心

理疏导人员等。”吴坎坎说，他如今琢磨更多的，

是怎样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如何推动心理援助成

为一个学科，以及怎么推动国家政策落地。

汶川地震之后，国务院陆续将“心理援助”写

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5 年后，《精神卫生

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心理

援助的内容。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自然灾

害救助应急预案》中，Ⅰ、Ⅱ、Ⅲ、Ⅳ级应急预案都

提到“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导受灾省（区、市）做好

医疗救治、卫生防病和心理援助工作”。

“前 10年有了政策，那么今后 10年我们的主

要工作是让政策发挥作用。“吴坎坎说。

培养当地心理援助力量

本报记者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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